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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層警察人員團結權之研究： 

以公共服務動機為視角 

邱煒翔
 

摘 要 

警察作為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公共安全的前線行動者，長期被視為國家治理

與公共利益的象徵。然而，在高度績效化與官僚化的組織環境中，基層警察面臨

工作負荷過重、勞動條件惡化與心理耗竭等問題，導致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逐漸受到制度壓力的侵蝕。當制度缺乏足夠的支持與回

饋時，行動者的服務信念不再僅止於內在心理層面，而轉化為一種持續調整與倫

理反思的行動歷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層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如何在制度張力中被重構，並進一

步分析團結權需求的生成過程。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主題分析，整理出警察在

高壓制度下的三項主要經驗：第一，制度壓力造成動機耗損與價值異化；第二，

民眾互動與自我反思促成動機再生；第三，行動者在倫理張力中形成集體意識，

並轉化為對團結權的制度訴求。研究結果指出，公共服務動機並非靜態的心理傾

向，而是一種在制度矛盾中持續被挑戰與重構的倫理實踐。基層警察透過反思與

行動維繫公共價值的過程，展現了公共服務倫理在現代官僚體制中的再生可能。 

 

關鍵詞：公共服務動機、基層警察、制度壓力、倫理實踐、團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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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公共行政的體系中，警察被視為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公共安全的前線行動

者。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與行政體系的績效化發展，基層警察的工作

環境與職業角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長期的超時勤務、不合理的輪班制度、

行政文書負擔，以及日益增長的心理耗竭，使警察的勞動條件與公共服務意識之

間產生張力。警察在組織層級命令與社會期待之間徘徊，不僅必須應對外部的公

共安全挑戰，也不得不面對內部制度的結構性困境。1 

身為研究者與現職基層員警，筆者深刻體察到警察制度的雙重現實：一方面，

社會對警察寄予極高的專業與道德期待；另一方面，基層員警卻常在制度性約束

下經歷超時勤務、不合理輪班與身心耗竭等問題（Violanti, 2012; Haar & Roche, 

2013; 蕭仁豪，2023）。2這些結構性困境不僅影響警察的工作滿意度與職業健康

（Luo & Ruiz, 2012），更在長期中削弱其心理韌性與公共服務熱忱（Schaufeli & 

Bakker, 2004）。這樣的情境反映了警察制度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求「無條件服

從」，另一方面卻持續消耗他們作為公共服務者的信念。 

 

1 有諸多文獻指出，警察確實與一般的公務人員不同，本研究為警務工作者，自警察學校開始，

就可以發現其對於紀律、服從命令等要求嚴厲，比起如何培養專業人才，更多的是「形塑」基

層警察如何成為機關所理想的樣子。其中，可參閱王惀宇(2020)。。制服蓋的的汗 :基層警察的

勞動困境與工作權保障。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2 補充說明，雖然本研究採質性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但為了呈現基層警察所處之制度壓力與勞

動困境的客觀背景，研究仍參考多項國際實證資料與文獻說明。舉例而言，John M. Violanti

（2012）指出：警察在職前十餘年其壓力顯著增加，其後壓力略降，但整體仍高於一般職業群

體。另外，有研究發現夜間輪班與非日班相比，警察的長期受傷休假風險提高三倍以上。這些

量化研究雖非本研究所蒐集的原始資料，卻足以證明警察作為勞動者所承受的特殊勞動條件

——如超時勤務、輪班制度、危險勤務頻繁——為普遍且制度性的現象。本研究雖未納入我國

政府完整統計數據，選擇以質性方式探究基層警察的主觀經驗，但上述實證研究提供了制度脈

絡的佐證，使行動者的經驗並非孤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蒐集我國警察勤務資料與官方統計數

據，以深化制度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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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理論強調，公共部門人員的

行動受到「服務公共」之價值信念所驅動（Perry & Wise, 1990）。然而，當制度

環境長期忽視勞動條件與公平分配時，這種信念將面臨耗損與衝突（Vandenabeele, 

2009）。警察組織中的層級服從與績效導向管理，使行動者難以透過個人實踐維

繫公共價值，導致公共服務動機的潛在弱化（Moynihan & Pandey, 2007）。這種現

象不僅是個人心理的疲乏，更是制度結構對公共倫理的侵蝕。 

然而，本研究主張，公共服務動機在制度壓力下並非被完全消解，而是展現

出倫理轉化的可能。當組織支持與回饋不足時，部分警察仍透過倫理反思與民眾

互動，重新尋找工作的意義與價值認同；而當個體努力無法撼動制度不公時，這

種信念更可能轉化為集體層次的行動需求。換言之，PSM 在高壓體制中並非僅

止於內在信念，而是一種持續被重構的倫理實踐歷程。警察在面對制度張力時，

展現出從動機耗損到價值再生的動態過程——他們不僅在個人層次進行自我調

整，也在集體層次發展出對制度改革與公平參與的訴求。 

團結權（Right to Solidarity）正是此一轉化的制度出口。作為勞動三權之一，

團結權保障勞動者能透過組織參與與集體協商修正勞資權力的不對等。然而，我

國現行法規對公務人員的團結權設有限制，《公務人員協會法》雖賦予一定程度

的組織權，但對集體協商權與爭議權仍有明顯拘束（楊戊龍，2007）。對警察而

言，這樣的制度性缺口尤為顯著——他們既肩負公共安全責任，卻缺乏爭取合理

勞動條件的合法途徑。國際研究亦指出，警察組織的高度官僚化與命令導向管理，

削弱了前線人員的勞動自主性與參與性（Lipsky, 1980），使其難以在體制內進行

有效協商或制度改善（李震山，1994）。 

在此背景下，公共服務動機的內涵出現新的轉化：它不僅是個體履行公共任

務的心理基礎，也可能在壓抑環境中轉化為追求組織公平與制度改革的集體力量

（Marks & Fleming, 2006; Adams, 2008）。基層警察對團結權的需求，不僅是維護

勞動權益的現實反應，更是重建公共服務價值與職業尊嚴的倫理實踐。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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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公共服務動機與團結權之間的關聯，呈現出從內在價值向外在制度行動的

延伸——一種由道德信念轉化為制度訴求的歷程。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核心關懷在於揭示：基層警察如何在制度壓力下重新建

構公共服務的意義，並在動機耗損與倫理反思之間，孕育出對團結權的制度性需

求。這樣的研究問題不僅涉及個體心理與制度結構的互動，也關乎公共服務倫理

在現代官僚體制中的再生可能。基於此，本研究聚焦以下三個核心問題： 

1. 制度壓力如何影響基層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與價值實踐？ 

2. 在壓力環境中，公共服務動機如何被轉化或重構？ 

3. 團結權的生成如何反映行動者對制度倫理的回應？ 

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與主題分析，探討基層警察在組織矛盾中的經驗與

詮釋，並以公共服務動機理論、基層官僚理論與工作要求—資源模型作為分析

架構。研究旨在從行動者的生活經驗出發，理解制度壓力如何形塑公共服務倫

理，並揭示公共服務動機如何從被壓抑的信念，轉化為集體行動的制度訴求。

最終，本研究期望指出：公共服務動機並非被制度消解，而是在制度張力中被

重新定義。基層警察的行動揭示了公共行政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倫理層面——在

服從體制與維護公共價值之間，他們以日常實踐回應制度矛盾，並以集體意識

尋求制度修復。 

貳、文獻回顧 

作為長期身處制度現場的研究者，研究者深刻感受到基層警察在日常工作中

所面對的張力，既源於社會對公共安全的高度期待，也來自組織內部制度化壓力

的層層疊加。當前的警察組織，往往以「效率」與「績效」作為管理核心，而忽

略了基層人員的情感勞動與價值實踐。這種制度邏輯，既塑造了警察的專業行為，

也在無形中重構了他們的道德判斷與工作動機。 

一、公共服務動機的理論基礎 

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作為公共行政理論中理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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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心理與行為的核心概念，起初並非單純的心理學變項，而是一種對「為公共

而行動」的倫理詮釋。它揭示了公共部門人員如何在權威結構與服務使命之間維

繫其價值信念，也說明了個體在制度限制下仍能保持服務社會的意義感（Perry & 

Wise, 1990）。對本研究而言，PSM 不只是可量化的構面集合，更是一種「道德

敘事」：一個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如何感受公共責任、以及如何在制度壓力

中持續回應社會期待。 

（一）理論起源與核心內涵 

Perry 與 Wise。（1990）最早提出 PSM 概念時，試圖回答「為何人們願意在

報酬不高、規範嚴格的公共部門工作」。他們認為，公共服務的投入源於三類動

機：理性動機（rational motives）、規範動機（norm-based motives）與情感動機

（affective motives）。這三者構成了公共服務的倫理架構，使得公務人員不僅為

職位工作，而是為理念與價值而行動。 

後續研究者進一步將 PSM 理論化與制度化。Perry。（1996）將其發展為四大

構面：（1）公共利益承諾（commitment to public interest）、（2）對政策參與的吸

引力（attraction to public policy making）、（3）利他行為（self-sacrifice）與（4）

同情心（compassion）。這四個構面反映了公共服務者內在的價值邏輯——他們以

「公共」作為行動的倫理坐標，並在日常工作中實踐此一價值。然而，這種理論

化的模型雖有助於操作化測量，卻難以捕捉行動者在具體情境中的道德掙扎與動

機變化。 

Vandenabeele。（2007）因此主張，PSM 不應僅被理解為個體特質，而是一套

「信念—價值—行動」的連續體。他指出，公共服務動機是制度脈絡中產生的倫

理定位，連結了個體的內在信念與組織制度的外在約束。此觀點將 PSM 從心理

變項轉化為社會—制度互動的動態過程，也使其成為探討公共倫理與行動能動性

的關鍵理論。 

（二）動機的多維性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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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的重要貢獻在於揭示公共部門人員行為的多重動機基礎。不同於傳統

管理學假設的「外在誘因模式」，PSM 強調行動者的內在倫理取向。。然而，這種

內在驅力並非恆定穩固的心理狀態，而是隨著工作環境、制度結構與社會認同的

變化而動態轉化（陳重安、許成委，2016）。 

Moynihan 與 Pandey。（2007）指出，當公共組織的官僚化與績效導向過度強

化時，員工原本的公共服務理想可能因失落感而消退。這一現象在前線人員

（frontline workers）身上尤為明顯——他們必須在民眾期待與組織規範之間不斷

協商，最終可能出現「理想耗損」（ideal depletion）或「價值異化」（value alienation）。

這些現象並非個體動機的弱化，而是制度壓力與道德信念之間的碰撞。 

同樣地，Perry 與 Hondeghem（2008）指出，PSM 的形成與維繫需要同時

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價值認同（value congruence），即個體與組織對公共利益

的共識；其二是行動回饋（action feedback），即個體感受到其努力能在現實中產

生公共效益。若兩者任一失衡，PSM 便可能陷入「無力實踐的理想主義」

（powerless idealism）。 

這樣的張力對警察組織尤具啟發意義。基層警察身處高度階層化的官僚結構，

面對持續性的勤務壓力與績效評量，其 PSM 不僅受到制度支持的影響，更受到

社會回饋與職業認同的交互作用。（張智，，2017。；陳君，，2020。；婉玲，，2024）。。

當警察感受到自身的努力無法轉化為可見的公共價值時，公共服務動機可能由內

在信念轉變為制度批判的契機——這正是團結權意識的心理根基。 

（三）PSM 的制度化與再詮釋 

進入 21 世紀後，PSM 研究的焦點逐漸從「個人層次」轉向「制度層次」。

Wright 與 Pandey。（2008）提出「價值適配模型」（person–organization fit），認為

組織文化與制度安排對 PSM 的培養具有決定性影響；若制度環境無法支持公共

價值實踐，個體動機將出現結構性耗損。此觀點與 Lipsky。（1980）對基層官僚的

觀察相互呼應——前線執行者在高需求與低資源的環境下，往往透過「裁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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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正式策略」維持價值實踐空間。 

對本研究而言，這意味著 PSM 的理解必須超越心理測量，轉向對行動者經

驗世界的詮釋。PSM 不再只是「為公而服務」的意圖，而是面對矛盾環境時的

道德抉擇過程。基層警察在制度壓力下的行動，實際上是一種「被迫的倫理平衡」

——他們在服務理想與服從命令之間尋求道德位置。這樣的動態互動，使 PSM 

成為理解警察勞動與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的重要理論視角。（Zacka, 2017）。。 

二、基層警察的勞動困境與結構性限制 

在公共行政的制度脈絡中，基層警察位居國家權力運作的最前線，他們既是

法規與命令的執行者，也是面對公民日常需求的行動者。這種「雙重角色」使其

同時處於權力結構的下端與社會互動的前端，形成了典型的「基層官僚」（street-

level bureaucrats）位置（Lipsky, 1980）。對本研究而言，這樣的角色並非僅是一

個行政身分，而是一種制度化的生活經驗：警察在組織規訓、民眾期待與個人信

念之間，持續進行著倫理協調與情感平衡。 

然而，當代警察組織的治理邏輯逐漸被績效化、層級化與控制化的官僚體制

所主導，使得基層員警的勞動處境日益困難（王惀宇，2020。；何欣、、婉翎，，

2023）。這樣的結構性壓力不僅侵蝕了他們的專業自主，也重塑了他們對工作的

理解方式與自我價值的感知。以下分三個面向探討此一困境：勞動環境的惡化、

過度官僚化的管理結構，以及工作價值與制度壓力間的張力。 

（一）勞動環境惡化與心理耗竭 

警察的工作結構長期以來即具有高度風險與不確定性，但在新公共管理思維

導入後，這種風險逐漸被視為可量化的績效指標。勤務表格、案件數據與開單數

量取代了行動者對「服務公共」的內在理解。基層警察普遍面臨長時間輪班與人

力短缺，日夜顛倒的勤務安排讓身體與心理資源長期處於透支狀態，乃屬危勞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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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Barger et al., 2009 ; Violanti, 2012; Papazoglou et al., 2022）。3 

受訪者常描述這樣的工作節奏「沒有喘息的縫隙」，甚至將「休假」視為一

種組織恩惠而非基本權利。這種現象顯示警察勞動已被納入「忠誠與奉獻」的倫

理框架之中（蕭仁豪，2023），使他們在制度與社會期待之間陷入矛盾。當工作

要求（job demands）長期超過可用資源時，員警容易出現情緒耗竭與價值懷疑，

最終導致公共服務動機的弱化（Schaufeli & Bakker, 2004; 何昀峯，2021）。 

於此提醒我們，這些壓力不僅是工作條件的問題，更是一種「身體化的制度

經驗」（embodied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基層警察的疲憊、倦怠與失望，反映

的是制度如何滲透至行動者的日常身體感知與情緒狀態（游子正、董祥開，2020）。

對許多員警而言，「身體撐著，心卻慢慢空掉」成為工作常態，這正是 Lipsky 所

謂「制度化無力感」的具體化。 

（二）過度官僚化的管理結構 

Lipsky。（2010）指出，基層官僚處於資源不足與期望過高的結構矛盾中，必

須在有限的自主空間內尋找應對策略。對我國的警察而言，這種矛盾更加劇烈。

警察組織的指揮層級過於集中，決策權限高度垂直化，致使基層員警在現場面對

突發狀況時，往往無法依專業判斷採取彈性行動。即使現場情境需要立即反應，

也必須等待上級批准，導致「責任在下、權力在上」的制度斷裂（Walker & Archbold, 

2018）。 

此外，績效導向的管理體系將執法活動轉化為可量化的成果指標。開單數量、

逮捕人數、檢舉率等數據成為考核核心，然而這些指標往往無法真實反映公共安

全的質性改善。基層警察因此陷入「為數字而工作」的循環，服務行動逐漸失去

倫理內涵（Chan, 1996; Drew et al., 2024）。某位受訪員警曾形容：「我們不是為了

 

3  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第 2 條:「危險性工作: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工作;勞

力性工作:須輪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務時間或具高度變動性,致

超越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並於第 5 條認定警察人員屬危勞職務範圍。 



我國基層警察人員團結權之研究：以公共服務動機為視角 

105 

 

社會安全而執勤，而是為了報表漂亮。」這樣的制度經驗揭示了公共服務價值的

「量化異化」現象（邱煒翔，2024；邱煒翔，2025）。 

這種官僚化的權力結構不僅限制了行動者的裁量權，更形成一種心理層面的

「組織依附困境」（organizational dependency dilemma）。警察在服從命令與維持

專業自尊之間搖擺，既無法拒絕上級的績效要求，又無法完全認同其正當性

（Schott et al., 2015）。這種結構性的服從文化，使員警逐漸失去對行動正當性的

主體詮釋權，也使其公共服務動機轉化為一種「被迫的倫理服從」。 

（三）制度壓力下的價值斷裂與抵抗 

在長期的組織壓力與社會期待交織下，基層警察的職業價值產生了明顯斷裂。

表面上，他們仍以「保護人民」作為核心使命；但在內在經驗層次，許多員警開

始質疑自身角色的意義——他們是否仍在為公共利益服務，抑或只是制度運作中

的一顆齒輪。這種價值裂隙使得 PSM 不再穩定，而呈現出動態的壓抑與再生。 

Moynihan 和 Pandey。（2007）認為，組織支持與信任感是維持 PSM 的關鍵

條件。當警察長期感受到制度忽視與組織不公，其公共服務動機將被迫轉化為對

制度的批判與抗衡。這種抗衡不一定表現為明顯的對抗，而可能是一種潛在的集

體意識——員警透過非正式網絡、口頭交流或象徵性行動，表達對制度壓迫的不

滿。這正是團結權需求的萌芽階段：當個人無法在正式制度內獲得回應，集體行

動便成為尋求倫理平衡的替代途徑。 

從本研究認為，這種「抵抗中的倫理」不僅是權益訴求，更是一種自我價值

的修復行動。員警在勞動困境中尋求團結，並非單純追求物質條件改善，而是試

圖恢復對工作的道德意義感。正如 Lipsky 所言，基層官僚的裁量與抵抗，其實

是對制度僵化的一種人性回應。當制度的語言不再能說出他們的真實經驗時，集

體行動便成為「重述自身」的必要形式。 

三、公共服務動機與團結權需求的關聯 

公共服務動機（PSM）作為公共部門行為的重要理論基礎，其核心假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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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體在組織中能實踐公共價值時，便會產生持續的動力與職業承諾（Perry & 

Wise, 1990）。然而，當這種價值實踐受到制度約束或環境阻礙時，動機將轉化為

對制度改善的期待。基層警察的勞動處境正是此種動機張力的典型場域——他們

在維持公共秩序與承受官僚控制之間，不斷調節自身的道德立場與行動合理性

（王惀宇，2020；何昀峯，2021）。這種內在緊張，使得公共服務動機逐漸呈現

出集體化與制度化的延伸，即對團結權的需求。 

（一）從內在動機到制度訴求：價值轉化的過程 

公共服務動機的形成，源於個體對「服務公共」的倫理信念。然而，當組織

環境長期忽視勞動條件與公平分配時，這種信念容易陷入挫折。Moynihan 與 

Pandey。（2007）指出，若公共部門員工無法在制度中實現價值認同，其內在動機

將轉化為對外在結構的反思與挑戰。對警察而言，這種轉化體現在他們對制度不

公的感知：過度績效導向、決策權過度集中、缺乏勞動自主等問題，使公共服務

的理想逐漸被壓抑。 

在此情境中，公共服務動機不再僅是支撐個體行動的心理能量，而是演變為

一種追求制度正義的倫理衝動。基層警察為了重建其職業意義，傾向尋求集體力

量，以抵抗制度性失衡。這種由個人動機轉化為制度訴求的歷程，揭示了 PSM 

的社會政治向度：公共服務的倫理信念，當無法透過個人實踐獲得回應時，便尋

求透過集體行動達成制度性補償。 

（二）團結權作為公共服務價值的延伸 

團結權的核心精神在於保障勞動者能以集體形式參與決策與協商，平衡組織

內的權力不對等。4從公共行政理論的角度觀之，團結權不僅是一項勞動權益，更

 

4 補充說明，從制度層面觀之，公務人員的團結權在我國法制中仍屬受限狀態。《公務人員協會

法》雖於 2001年制定，賦予公務人員得以成立協會之組織權，但對於集體協商權與爭議權仍

設有嚴格限制。此一設計反映國家對「公務人員中立原則」與「行政不中斷」之顧慮，使得公

務人員團體雖具組織形式，卻缺乏實質協商功能（楊戊龍，2007）。依現行制度，警察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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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共倫理的制度化表現。Marks 與 Fleming。（2006）指出，當公共部門員工透

過工會或協商機制表達意見時，實際上強化了民主治理的內部基礎。對警察而言，

團結權的實現不只是改善薪資或工時，更意在恢復工作之「公共性」——即讓執

法行動重新回歸服務社會的價值核心。 

公共服務動機與團結權之間的關聯，正體現在此種倫理延伸上。PSM 所代

表的「公共承諾」在制度受限時，會促使行動者尋求新的道德出口；而團結權則

提供了具體的制度框架，使這種信念得以實踐與再生。換言之，團結權並非與 

PSM 相互對立，而是其制度化的外化形式。透過集體協商與參與，員警得以在

組織內部重新確立其價值發聲權，從而恢復行動的倫理基礎。 

（三）從動機耗損到動機再生：團結權的修復作用 

當前研究顯示，工作壓力與制度疏離是導致公共服務動機衰退的重要因素

（Schott et al., 2015; Drew et al., 2024）。然而，若制度能提供正當的參與機制與

支持性資源，PSM 仍具備再生的潛能。以工作要求—資源模型（JD-R Model, 

Bakker & Demerouti, 2007）為例，集體協商權與團結權可視為組織層面的「工作

資源」（job resources），能緩衝工作壓力並提升心理能量。 

在此框架下，團結權的實現具有雙重修復作用。首先，它改善了警察的工作

條件與心理安全感，使其能重新聚焦於公共服務的核心任務；其次，它透過參與

與協商的過程，恢復了警察作為公共行動者的價值認同。這種從壓抑到修復的歷

 

公共安全與強制執行職權，被視為「特殊公務人員」，更被排除於集體談判的範疇之外。在憲

法層面上，按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雖肯認公務人員亦具有一定的結社自由，但

同時指出其受依定程度之限制，以維持公共服務之持續與政治中立。或許，此一法理基礎得形

塑了我國公務人員團體運作的基本框架，並間接界定了警察團結權的邊界。是以，警察團結權

問題並非單純的勞動權爭取，而涉及國家治理、行政倫理與公共安全責任之平衡。本研究並非

著重於法條詮釋或憲政論辯，而是從行動者倫理的角度出發，理解警察如何在此種制度約束下

重新建構「團結」的意義。換言之，法理限制提供了結構性的研究背景，而警察的行動經驗則

揭示了制度之中仍存在的倫理實踐空間。 

 



我國基層警察人員團結權之研究：以公共服務動機為視角 

108 

 

程，代表公共服務動機在制度支持下的再生。也就是說，團結權並非僅僅回應勞

動訴求，而是為公共服務價值提供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化保障。 

（四）集體行動的倫理意涵 

公共服務動機的倫理基礎在於「為他人而行」（for others），而團結權的政治

基礎則在於「與他人同行」（with others）。兩者雖出發點不同，卻在倫理層面上

形成互補（Olson, 1965）。當個體面臨制度壓力與價值疏離時，集體行動成為其

回應不公與重建尊嚴的方式。這種集體化的道德實踐，使 PSM 不再侷限於個人

心理層面，而成為推動制度變革的社會力量（Adams, 2008）。 

對警察組織而言，這樣的轉化具有深遠意義。團結權讓基層人員得以在結構

性限制中維繫其道德能動性，不再只是被動服從的執行者，而是能夠參與制度協

商的公共行動者。透過此過程，公共服務動機被重新賦予倫理厚度與制度根基，

展現了從個體信念到集體倫理的連續性。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層警察在高壓制度環境中，其公共服務動機如何受到結構

性限制影響，並進一步轉化為對團結權的制度需求。為了理解這一過程中蘊含的

價值衝突與倫理抉擇，本章說明研究的整體設計與方法論取向，包括研究立場、

研究設計、研究對象與取樣方式、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以及研究倫理與信度確

保。 

一、研究取向與方法論基礎 

本研究立基於詮釋取向（interpretive paradigm）。，認為社會現實並非靜態存

在，而是行動者在具體制度情境中透過互動、經驗與語言所建構的意義世界

（Patton, 2014; Creswell, 2016; 林秀雲，2016）。因此，理解基層警察的行動，必

須回到他們如何「感受」制度、如何「詮釋」壓力，以及如何在矛盾中重新尋找

行動正當性的層次。 

公共服務動機作為分析主軸，不僅被視為一種心理驅力，更是一種「道德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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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個體如何在制度限制中維持公共承諾，並在被壓抑的環境裡追求價值的

再生。此種研究關懷使質性取向成為必要選擇——唯有透過深度訪談與語意分析，

才能重構這些被制度語言蓋的的倫理經驗。 

二、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的整體設計結合三個理論脈絡： 

1. 公共服務動機理論（Perry & Wise, 1990）——作為理解警察服務信念與價

值驅動的基礎； 

2. 基層官僚理論（Lipsky, 1980）——揭示前線人員在高期望與低資源間的制

度矛盾； 

3. 工作要求—資源模型（Bakker & Demerouti, 2007）——作為分析動機耗損

與資源補償的解釋框架。 

藉由這三者的整合，本研究得以探討以下核心問題： 

1. 基層警察的工作壓力與勞動條件如何影響其公共服務動機？ 

2. 公共服務動機是否促使基層警察對團結權產生需求？ 

3. 團結權的實現如何幫助警察在職業價值與制度限制之間取得平衡？ 

整體架構可視為一個動態模型：制度壓力削弱公共服務動機；然而在倫理張

力的驅動下，行動者透過集體意識尋求制度回應，最終形成團結權需求的再生路

徑。 

三、研究場域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選擇我國之各基層派出所為主要研究場域。該場域特徵包括勤務密集、

人力配置不足、民眾互動頻繁與績效壓力明顯，能具體反映警察在官僚體制下的

工作壓力與價值困境。 

樣本選取採立意取樣法（purposive sampling）。，依據以下條件選選受訪者： 

1. 現職基層警察，服務於派出所、分駐所或交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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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三年以上工作經驗，能反思制度經驗與勞動條件； 

3. 願意在保密原則下分享個人觀點。 

最終共訪談 10位受訪者（代碼 P01–P10），涵的不同勤務性質與層級。為避

免個人資訊被辨識，本文僅以年齡與年資區間呈現受訪者背景，而不揭露具體地

點、職稱或性別。當受訪內容出現重複模式且未再產生新主題時，研究者判定資

料達到理論飽和（Guest et al., 2006）。見表 1。 

表 1  

基層員警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編碼 訪談日期 年齡區間 年資區間 

P01 2025.01.02 30-39 10-15 

P02 2025.01.03 40-49 10-15 

P03 2025.01.05 30-39 10-15 

P04 2025.01.06 20-29 3-5 

P05 2025.01.06 20-29 3-5 

P06 2025.01.08 20-29 6-9 

P07 2025.01.10 40-49 16-20 

P08 2025.01.11 20-29 3-5 

P09 2025.01.12 40-49 10-15 

P10 2025.01.19 30-39 10-1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資料蒐集與研究倫理 

資料蒐集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為主要方法。訪

談大綱依據理論架構設計，聚焦於三個面向：（1）工作壓力與勞動經驗；（2）公

共服務價值的實踐與挑戰；（3）對團結權與制度改革的理解。訪談時間約 60 至 

90 分鐘，地點由受訪者自主決定，以確保舒適與信任感。 

所有訪談均經書面知情同意後錄音，並在轉錄過程中採行嚴格的去識別化措

施。去識別化原則包括： 

1. 不記錄姓名、單位、職稱等可辨識資訊； 

2. 以編碼（P01–P10）取代個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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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齡與年資以區間方式呈現，例如「30–39 歲」、「10–15 年」； 

4. 將訪談內容中涉及具體地點、個案或他人姓名之部分進行模糊化或語意置

換。 

研究資料僅用於學術分析，不提供組織或媒體引用。所有音檔與逐字稿皆儲

存於加密硬碟中，僅研究者本人可存取。受訪者於研究過程中可隨時撤回參與，

且研究結果僅以集體分析形式呈現，不對任何個人進行評價或識別。此倫理設計

旨在確保研究過程的保密性與受訪者安全，維持研究與實務現場之間的信任關係。 

五、資料分析策略 

資料分析採用 Braun 與 Clarke。（2017）之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以理解文本中隱含的意義結構與價值模式。分析步驟如下： 

1. 資料熟悉化：反覆閱讀逐字稿，記錄初步印象與理論備忘。 

2. 開放編碼：從文本中標記與制度壓力、動機耗損及價值衝突相關的關鍵語

句。 

3. 主題形成：整合相似編碼，形成初步主題群（如「制度化無力感」、「道

德倦怠」、「價值再生」等）。 

4. 理論詮釋：結合 PSM 理論、基層官僚理論與 JD-R 模型，分析「動機轉

化—團結權需求」的生成機制。 

為確保研究信度與詮釋透明度，研究過程採行三項檢核策略：（1）同儕審

閱──邀請警察行政與公共服務研究領域學者檢視分析一致性；（2）跨案例比對

──比較不同勤務背景受訪者的主題差異；（3）研究者反思──持續記錄研究歷程

與個人偏見覺察，以維持分析的批判性與理論距離。 

肆、訪談發現與分析 

公共服務動機理論強調公共部門行動者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內在驅力，然而在

現代官僚體制與績效邏輯下，這種動機往往受到制度性壓力的挑戰。基層警察作

為國家治理的前線角色，其勞動經驗最能體現制度與倫理的衝突。本章旨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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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的主題分析結果，說明基層警察如何在工作壓力、組織控制與公共價值

的張力中，重新建構其服務信念與團結權意識。 

分析架構如圖 1 所示，反映出一條由「制度壓力」通往「倫理行動」的動

態路徑。首先，制度壓力削弱了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引發心理與價值層面的耗

損；其次，行動者在倫理反思與社會回饋中尋找意義，使動機重新生成；最終，

當個體意識到單一努力不足以改變制度時，公共服務動機轉化為集體層次的團結

權訴求。 

圖 1 

公共服務動機轉化與團結權生成之分析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制度壓力下的公共服務動機耗損 

制度壓力是理解基層警察工作經驗與公共服務動機耗損的起點。警察組織作

為典型的官僚體制，其運作邏輯深受層級命令、績效指標與行政監控所支配

（Lipsky, 1980）。基層員警在高需求、低資源的結構中承受持續的心理負荷，這

種結構性矛盾直接侵蝕其公共服務動機（PSM），導致理想的削弱與職業意義的

動搖。 

（一）勤務負荷與情緒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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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受訪者指出，勤務負荷過重已成為基層警察的常態。除例行勤務外，還

需處理突發事件、行政報告與各式統計回報，使工作時間與生活界線幾乎消失。 

有時候一整天都在外面跑勤務，回所後還要整理文書，晚上又臨時

接到支援通報。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待命，根本沒有真正下班的感

覺。（P03） 

這種「無限延伸的工作時間」使警察陷入長期疲勞狀態。依據工作要求—資

源模型（JD-R Model），當工作要求超過可用資源時，行動者易產生心理耗竭與

情感麻木（Bakker & Demerouti, 2007）。在此脈絡下，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被持

續消磨，其原有的助人信念與公共責任感逐漸轉為生理與心理上的防衛反應。 

剛進來的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是來幫助人、維護正義的，但現在只希

望不要出事、趕快下班。遇到民眾也沒什麼熱情了，因為根本撐不

下去。（P07） 

此一敘述顯示出動機耗損的初步徵兆。原本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服務信念，

因長期的高強度勞動與組織壓力而轉化為「避免麻煩」的自我保護策略。Schaufeli 

與 Bakker。（2004）指出，情緒耗竭是職業倦怠的核心構面，亦是公共服務動機弱

化的前兆。對基層警察而言，工作負荷不僅是生理挑戰，更象徵組織對其人性需

求的忽視，進而侵蝕其道德承諾的根基。 

（二）績效導向與價值異化 

除勤務壓力外，績效考核制度亦被受訪者普遍認為是造成工作挫折的主要來

源。警察組織為追求可量化成果，將開單數、查緝率與報表完成度視為績效核心，

卻忽視服務君質與社會信任等無法直接量化的價值。 

每天都在比開單數、比件數，好像只要數字漂亮就代表工作好。其

實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根本不是人民最需要的，但不做又會被記點。

（P02） 

此種績效邏輯使員警陷入「表象服從」的兩難：他們明知指標與實際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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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不一致，卻仍必須配合以避免組織懲處。此即 Lipsky。（1980）所稱「制度化

裁量困境」——行動者被迫以形式遵從取代價值實踐。 

我們很多時候是為了應付長官，不是為了社會。工作變成填表格、

做數字，真正的服務反而沒時間做。（P05） 

從公共服務動機的角度來看，這種績效化現象造成了「價值異化」（value 

alienation）。員警原本的公共承諾被量化指標取代，使工作失去倫理厚度。

Moynihan 與 Pandey。（2007）指出，當組織管理以外在誘因壓過內在動機，PSM 

將逐步削弱。此處的績效制度，正體現公共行政中「手段理性取代目的理性」的

典型案例。 

（三）組織信任流失與道德倦怠 

隨著長期的勤務壓力與績效導向管理，警察對組織的信任感逐漸流失。受訪

者普遍認為，管理階層缺乏對基層困境的理解，政策決策與現場實務之間存在明

顯落差。 

上面的長官只看報表，不看實際狀況。你多跑一件事情，他可能不

知道；但少一個數字，他馬上找你。這種感覺很無力，做多也沒人

看見。（P01） 

這種「向上責任、向下無力」的結構，形成基層員警的道德倦怠。員警開始

質疑自身工作對社會的意義，甚至懷疑公共服務的價值是否仍存在。 

我常想，我到底在服務誰？有時候覺得自己只是制度的一個工具，

處理完案件就結案，沒有任何成就感。（P06） 

這類語句揭示出公共服務動機的深層耗損。警察對公共使命的疏離，不僅是

情緒疲乏的結果，更反映出一種制度化的倫理真空。當組織信任崩解、回饋機制

缺席時，行動者便失去價值定位的依據，只能以「服從」維持秩序。此現象呼應 

Perry 與 Hondeghem。（2008）對 PSM 的警示：當個體無法感知自身行動對公共

利益的實質影響時，動機將陷入「無力實踐的理想主義」（powerless 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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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服務動機的轉化與再生 

儘管制度壓力削弱了基層警察的工作熱誠與公共承諾，受訪資料顯示，這種

耗損並非終點。警察在壓力環境中，仍試圖透過倫理反思、民眾互動與自我調節

等方式回應制度的不公與價值裂隙。這種「動機再生」（motivational regeneration）

並非單純的心理復原，而是一種對工作意義的再詮釋過程，使行動者在制度矛盾

中重新定位其道德角色。 

（一）工作壓力中的道德反思 

在高壓與繁重的勤務中，多數受訪者雖表達疲倦與挫折，但也同時反思「自

己為何仍在堅持」。這種反思不僅是一種情緒調節，更是一種倫理行動的再確認，

顯示公共服務動機仍潛藏於制度縫隙之中。 

有時候真的會想，這份工作到底值不值得？但看到有些案件如果我

們不處理，可能就沒人理，還是會覺得該做的事就要去做。（P08） 

這段話顯示，行動者的「持續投入」並非出於組織激勵，而是出於對社會責

任的自我期許。當制度無法提供支持時，警察傾向回到個人的道德信念尋求行動

意義。此現象呼應 Perry 與 Wise。（1990）對 PSM 的核心詮釋：公共服務動機

是一種「基於價值的自我約束」（value-based self‐regulation），能在外部誘因缺席

時維繫行動合理性。 

其實制度不會變，我們也知道，但有時候覺得至少在自己負責的範

圍內，不讓人出事、不讓事情更糟，這樣就算有意義了。（P04） 

此類語句揭示出一種「微觀倫理」（micro-ethics）：即使無法改變整體制度，

行動者仍以個人行為維繫最低限度的公共善。這種自我要求並非盲目的服從，而

是一種在壓迫結構中保存主體性的策略。公共服務動機因此展現出韌性

（resilience）——它不再依賴制度的支持，而轉化為行動者自我界定的道德責任。 

（二）動機再生的契機：民眾互動與社會認同 

受訪資料顯示，雖然組織內部缺乏支持，但來自民眾的正向回饋仍是維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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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動機的重要來源。許多員警提到，民眾的感謝或理解能在短時間內恢復其工作

意義，成為心理資源的再生契機。 

有時候只是民眾一句『謝謝警察先生』，就覺得之前那些辛苦好像

有點值得。雖然制度很冷，但人不一定。（P02） 

處理交通事故的時候，家屬握手說感謝，那一刻會提醒自己，原來

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P09） 

這些互動經驗展現了「外部正向資源」對公共服務動機的修復作用。依據工

作要求—資源模型（JD-R Model），社會支持是一種重要的心理資源，能在高壓

環境下緩衝工作需求的耗損（Bakker & Demerouti, 2007）。對警察而言，民眾的

肯定不僅是情感慰藉，更是一種「道德回饋」，使他們重新連結公共服務的意義。 

上面看不到，但民眾看得到。只要民眾覺得我們有幫到忙，就算被

罵也沒關係。（P05） 

這類語句揭示一種「社會認同的替代機制」：當組織認同感崩解時，行動者

轉向社會認同尋求價值確認。Vandenabeele（2009）指出，公共服務動機的穩定

性取決於行動者是否能感知其行為對公共利益的影響。民眾互動提供了這種感知，

使警察得以在情緒耗損中恢復行動意義。這是一種典型的「動機再生」過程：行

動者透過社會回饋，重新建立公共使命的心理連結。 

（三）公共服務信念的內在抵抗機制 

除了外部回饋外，部分受訪者展現出明顯的「內在抵抗」特質，即在順從組

織命令的表面下，仍透過個人判斷維持價值信念的實踐。這種抵抗並非公開對抗，

而是一種倫理層面的堅持。 

有些事上面說不要多管，但如果我覺得有危險、該處理，我還是會

去。至少良心過得去。（P10） 

我們都知道制度有問題，但總不能就什麼都不做。有時候就算被念，

也要把事情做好。（P03） 



我國基層警察人員團結權之研究：以公共服務動機為視角 

117 

 

這些言談顯示，警察在面對制度壓力時，仍試圖透過行動維護個人的道德界

線。這可視為 Zacka。（2017）所言「官僚現場的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 at the 

frontlines）：行動者在體制內部尋找倫理空間，以抵抗制度的去人性化傾向。 

此類行為構成了一種「沉默的反抗」（quiet resistance），既不挑戰權威，也不

完全屈服，而是在細微的裁量空間中實踐價值。這種抵抗並非反組織，而是一種

維護公共倫理的自我修復行為。 

有時候想，如果大家都只看績效，整個社會會變得很冷。我們自己

至少不要那樣。（P06） 

這段話象徵著公共服務動機的內在延續——即使在體制化冷漠之中，仍保有

對公共善的道德敏感。此處的抵抗是一種倫理實踐，使行動者在看似被動的服從

中維繫主體性。公共服務動機因此不僅是一種心理量能，更是一種「道德防線」，

抵抗制度異化、維繫公共價值的最後屏障。 

三、團結權對基層警察職業價值觀的長期影響 

前兩節分析顯示，基層警察在高壓制度下的公共服務動機雖遭受侵蝕，仍透

過倫理反思與社會互動維繫其價值信念。然而，當個體的修復行動無法根本改善

制度性問題時，警察開始意識到「結構才是問題的根源」。這種覺醒標誌著從個

人層次的倫理實踐，進入集體層次的制度行動。團結權需求的生成，正是這個過

程的具體展現。 

（一）制度不公與集體意識的萌芽 

在受訪資料中，對「制度不公」的感知是最常被提及的主題。許多警察指出，

現行考核制度與工作分配缺乏透明與公平，使基層承受過度負擔卻無相應回報，

長官與基層之間形成明顯的權力斷層。 

很多政策根本是上面一聲令下就要做，基層沒辦法討論，出了問題

卻都是我們在扛。（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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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是不能接受，而是沒有對話。你只能聽命，沒有發聲的機會。

（P07） 

這種「被剝奪的對話空間」使基層員警逐漸形成一種共同感：個體問題並非

孤立，而是整體制度的結構性缺陷。這正是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萌芽的起點。Durkheim。（1984）指出，當行動者共同經歷相似的壓迫與不公，便

會產生集體情感，進而尋求新的社會連帶形式。 

大家私下都會講，其實不是哪個人懶惰，是整個制度太僵。大家都

知道問題在哪裡，只是沒人敢講出來。（P03） 

這樣的語句顯示，制度不公的經驗不再只是個人怨懟，而是轉化為一種群體

共有的道德情感。警察之間透過非正式網絡、休息時間的對話或線上社群，逐漸

凝聚出對改革的共同語彙。這種凝聚並非源自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實際勞動經驗

中的「被壓抑共享感」（shared repression）。當「說不出口」的困境被集體命名之

後，行動的倫理可能性便被重新開啟。 

（二）團結權作為道德修復的途徑 

在集體意識萌芽的基礎上，部分受訪者開始意識到「若沒有制度層面的改變，

個人努力終將徒勞」。對他們而言，團結權不僅是勞動權益的保障，更是一種重

建道德秩序的途徑。 

我們不是要對抗誰，而是希望有個管道可以講話。現在什麼都得自

己扛，久了真的會麻木。（P08） 

警察不是不能團結，只是我們沒有被允許。制度如果能讓我們合法

地表達意見，很多問題就不會積到最後才爆。（P10） 

這類言談顯示，團結權被視為一種制度化的道德修復機制。。在現行法制下，

警察的組織權受限於《公務人員協會法》，集體協商權與爭議權皆被剝奪（楊戊

龍，2007）。因此，團結權需求並非單純的「權利追求」，而是對失衡制度的倫理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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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轉化可用 Perry 與 Hondeghem（2008）的理論來解釋：當公共服務

動機受到制度侵蝕時，若組織未提供價值回饋，行動者將尋求外部結構來恢復「價

值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團結權便成為此一外部結構的具體形式，使公共

服務倫理從個體層次昇華為制度層次。 

如果能有工會，至少可以讓大家把問題講出來，而不是每個人都在

心裡生悶氣。那樣會比較健康。（P05） 

此語句揭示了團結權的倫理功能：它提供一個集體言說的空間，使警察能在

結構限制中恢復被壓抑的道德感。Marks 與 Fleming。（2006）指出，工會不僅是

談判工具，更是「民主倫理的基礎場域」（arena of democratic ethics）。對基層警

察而言，團結權意味著制度回歸倫理正當性的一種可能。 

（三）行動者在結構矛盾中的再定位 

當集體意識成形並指向制度改革時，行動者也隨之重新定位自身與組織的關

係。過去的「服從者」角色逐漸轉變為「參與者」與「倡議者」角色。這種再定

位過程，反映了行動者在權威結構中的道德覺醒。 

我們不是想反抗，而是希望能被當作夥伴，而不是工具。（P02） 

以前都覺得組織說什麼就照做，但現在會想，我們也是組織的一部

分，有權利討論怎麼改進。（P06） 

這些語句顯示，基層警察開始以「公共服務主體」的身份重新理解自己。這

種角色轉化不僅是認知改變，更是一種道德再定位——從被動的服從者轉為積極

的公共行動者。Zacka。（2017）指出，當行動者在官僚環境中覺察到制度矛盾時，

其道德能動性會促使他們尋求行動策略以維持倫理一致性。 

如果制度不改變，基層再努力都沒用。我們能做的，就是先讓大家

有共識、敢講話，才有改變的機會。（P09） 

這種「敢講話」的意識正是道德能動性的外化形式。它代表行動者不再僅以

個體方式回應壓力，而是透過集體語言與協同行動來重塑制度關係。這一過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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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動機從個體層面的信念，昇華為集體層面的倫理實踐。 

我覺得所謂團結，不是要抗爭，而是希望制度能聽到基層的聲音。

那樣，我們做這份工作才會更有意義。（P04） 

這段話標誌著從「服從的倫理」到「參與的倫理」的轉變。公共服務動機不

再只是對工作的熱誠，而是成為維護制度倫理的道德力量。當行動者以集體方式

介入制度時，團結權便超越了勞動權範疇，成為一種重構公共服務倫理的政治實

踐。 

四、小節 

本章揭示基層警察在制度壓力下的公共服務動機變化歷程。整體而言，分析

結果呈現出一條由動機耗損。、價值再生到集體行動的轉化脈絡，反映出公共服務

動機在現代官僚體制中的動態性與韌性。 

首先，制度性的勤務負荷、績效導向與組織信任缺口，使基層警察的公共服

務動機受到侵蝕。高壓環境削弱了他們對公共任務的熱忱，也動搖了職業認同與

價值信念。這種「動機耗損」不僅是心理層面的疲乏，更是一種倫理層面的倦怠，

顯示制度壓力對公共服務價值的結構性侵蝕。 

其次，在壓力與矛盾中，部分警察仍透過倫理反思與民眾互動，重新尋找服

務意義。民眾的肯定成為重要的心理資源，而個人信念的堅持則轉化為維繫職業

尊嚴的道德實踐。這些過程顯示，公共服務動機具有自我修復的特質，能在行動

者的反思與實踐中再生。 

最後，當個體努力無法撼動制度不公時，基層警察逐漸產生集體意識，團結

權的訴求因而浮現。此一過程代表公共服務動機由個體倫理層次轉化為制度行動

層次，行動者開始以集體方式回應結構矛盾，尋求組織內部的公平與尊嚴。 

綜合而言，本章顯示，基層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亦非靜態存在，而是在制度

壓力與價值張力之間持續調整與再生。警察在組織規訓中雖受限於權威命令，仍

透過日常判斷與行動維繫其服務公共的信念。這種在壓抑與反思之間生成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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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揭示了公共服務動機的深層社會性，也為下一章的理論討論與政策建議奠

定基礎。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理論整合 

（一）公共服務動機的制度脆弱性 

研究發現，基層警察的公共服務動機並非穩定持續的心理特質，而是一種受

制度環境深刻影響的倫理動能。勤務負荷、績效導向與組織信任缺口構成主要的

制度壓力來源，使警察在「服務公共」與「服從組織」之間陷入張力。這種現象

印證了 Lipsky。（1980）所描述的「高期望與低資源矛盾」，並與 JD-R 模型的假

設一致：當工作要求超出可用資源時，動機與心理能量將出現耗損。 

然而，這種耗損並非全然消極。基層警察在面對長期制度壓力時，仍展現出

自我調整與倫理反思的能力。他們試圖在組織規訓中尋找行動的合理性與道德定

位，顯示出 PSM 所強調的「內在價值驅動」仍具韌性。 

（二）動機再生的倫理機制 

研究顯示，民眾互動與社會回饋是促使公共服務動機再生的重要契機。民眾

的理解、肯定與感謝提供了非制度性的心理資源，使警察重新體認自身工作對公

共利益的意義。這種經驗印證了 Bakker 與 Demerouti。（2007）的觀點：外部支

持可作為緩衝機制，修復工作壓力造成的心理耗竭。 

此外，部分受訪者透過自我判斷與道德實踐，抵抗績效導向帶來的價值異化。

他們在制度約束下仍試圖維繫職業尊嚴與倫理底線，展現出公共服務動機的「內

在防禦機制」。這說明 PSM 不僅是一種投入動力，也是一種維持行動正當性的

倫理資源。 

（三）團結權作為動機轉化的制度出口 

當個體層次的努力無法撼動結構不公時，公共服務動機進一步轉化為集體意

識。警察對團結權的訴求，反映出對制度回應與參與權的渴望。這種轉化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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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權益主張，更是一種倫理修復行動——透過集體表達與制度對話，尋求組織

的正當性與公平性。 

此現象說明，公共服務動機具有雙重層次：一方面，它是促使行動者服務公

共的心理動能；另一方面，當制度壓力使其無法單獨維繫時，它又會外化為集體

性的倫理行動。 

在此意義上，團結權成為公共服務動機的延伸，使個體的服務倫理得以轉化

為制度改革的力量。這樣的觀察呼應 Perry 與 Hondeghem（2008）對 PSM 的

再詮釋——即公共服務動機的穩定性，取決於行動者與制度間的價值一致性。 

（四）撰者觀點：從倫理維度理解公共服務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核心觀點在於：公共服務動機的本質並非僅是「為公共

而服務」的心理傾向，而是一種持續在制度與價值之間進行協商的倫理實踐。基

層警察的經驗顯示，當制度不再能支撐公共價值時，行動者仍會以自身的判斷、

信念與集體行動，尋找維繫正當性的方式。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公共服務的倫

理並非制度賦予的結果，而是行動者在矛盾中不斷生成的成果。 

從理論層面而言，本研究補足了 PSM 理論在制度脈絡下的動態面向，揭示

了其如何在官僚壓力下被削弱、再生與外化。從實踐層面而言，研究呈現出基層

警察在制度限制中仍持續維護公共價值的努力，展現出公共服務倫理的韌性與變

形。 

二、研究反思、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探討基層警察在制度壓力下的公共服務動機轉化歷程，

揭示行動者如何在結構矛盾中維繫公共倫理。然而，這項研究同時也促使研究者

反思制度、倫理與主體之間的動態關係。警察的角色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代表國

家權威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與公民社群的一員。這種張力

使公共服務動機不僅是心理動能，更是一種持續在服從與判斷之間調整的倫理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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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亦有若干限制。首先，受限於時間與取樣範圍，受訪者主要集中

於北部都會區，其經驗未必能全面反映其他地區警察的制度脈絡。其次，研究資

料以訪談為主，未能納入觀察、文件分析等多元資料來源，可能限制對組織文化

與權力運作的更深層理解。最後，本研究聚焦於基層層級，尚未涉及中高階主管

對制度改革與團結權議題的觀點，未來可進一步延伸。 

基於上述限制，未來研究可從三個面向深化探討。第一，進行跨區域比較與

組織層級分析，以理解不同制度文化對公共服務動機與團結意識的影響。第二，

採用長期追蹤研究設計，觀察警察公共服務動機在組織改革、社會變遷或政策變

動下的動態變化。第三，進行跨理論整合，將公共服務動機與道德能動性、組織

公平或公共價值理論結合，深化對行動者如何在制度中維繫倫理實踐的理解。 

總結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基層警察在高度制度化環境中，如何在壓力、價值

與權力之間重構公共服務的意義。公共服務動機並非靜態的心理傾向，而是一種

在制度矛盾中被挑戰、修復與再生的倫理力量。這種力量使行動者得以在體制約

束之內維持公共價值的存在，也提醒我們：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仍須回到「人」

——那個在服從與良知之間不斷作出抉擇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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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ight to Solidarity of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in Taiwan: A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erspective
  

Wei-Siang Chiou
 

Abstract 

Police officers, as frontline agents of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represent both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embodiment of public service values. Yet, within a 

highly bureaucratic and performance-driven system, frontline officers face excessive 

workloads, deterior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exhaustion, all of 

which erode their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 Whe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feedback are lacking, PSM is no longer a fixed inner disposition but becomes a process 

of ethical reflection and adaptive ac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PSM of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is reconstructed under institutional strain and how this transformation 

gives rise to demands for solidarity rights.  

Using a qualitative design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interrelated dynamics: (1)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lead to 

motivational depletion and value alienation; (2) citizen interactions and moral reflection 

enable motivational regeneration; and (3) ethical tensions foster collective awareness 

that transforms into institutional demands for solidarit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PSM 

is not a static psychological trait but an evolving ethical practice continually reshaped 

within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revealing how police officers sustain publ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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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 bureaucratic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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